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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元代农村基层组织——“社”具有多种职能。这里对社在基层社会中的民事调解职能的研究主要是

通过对元代社的设置及组成、产生此种职能的原因、作用、效力和此种职能的历史评价等方面进行分析，

以揭示元代民事纠纷在农村解决的一个制度特色。 

[关键词] 社，民事调解，封建伦理，基层组织 

 

    社在元代是一种地方基层行政组织，这是治元史者所公认的。元代农村社的编制是以自

然村为基础，在一定规定下（主要是户数）建立起来的一种基层行政机构。对于社的职能，

在很多方面己经有学者探讨过，但对它在元代农村基层社会中的民事调解职能方面还没有进

行过完整讨论。本文拟对社的这一职能进行尝试性的研究，以揭示元代中国民事纠纷是如何

在民间解决，进而对国家正式的诉讼制度有何影响。 

民事调解的职能 

    对于“社”在元代的职能，多认为是“一个基层束缚和镇压人民的机构”[1]，或者是

“控制社会基层的作用，它既是治理农村机构，也是征调赋役的工具，又是防范和压制人民

反抗的手段”[2]，或者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社一方面具有以自然村落为基础而结成的

民间乡村组织性质，同时也长期被封建国家利用，成为农村中的基层行政设施”。[3]总之，

社在元代的作用是封建国家控制和镇压农村人民的工具。然而，社在元代从它最初设置到元

亡，都以“劝课农桑”为设制的目的。它是元初为恢复中原地区长期遭受战乱而弊败农业所

采取的——种政策。“（元）世祖即位之初，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

农桑为本”[4]，提出重视农业发展，恢复社会经济的战略。这在《通制条格》卷十六《田

令》、《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农桑》、《元典章》卷二十三《劝农立社事条》中都是一致

的。为此，在农村中采取立社劝农发展农业的措施，《元史·食货志》：“其合为社者，仍择

数村之中，立社长以教督农民为事。”[4]在《永乐大典》所录《吴兴续志》中也载有“役法：

元各都设里正、主首，后止设里正，以田及顷者充，崔（催）办税粮，又设社长劝课农桑，

皆无定额”。[5]从这些史料可能看出，社在元代的职能核心是“劝课农桑”。那么它的这种

职能是否在元中后期发生了变化呢？可以肯定地说变化是有的，但仅仅扩大了社的职能，其

“劝课农桑”的核心职能仍然没有变。元顺带至正八年（1348年），在诏令中仍然是“令选

立社长，专一劝课农桑”。[6]所以说在元代，“劝课农桑”一直是社设立的目的。 

    由于社在整个行政组织中是基层的，并且社长又是从本社的社众中选出来的年长、有威

信的人，他们对本社各种事务比较熟悉，这就为社长解决社众间矛盾提供了前提，同时这也

符合中国古代息诉的价值取向，因为社长不是司法人员，他的调解是利用和解方式，不是让

争执双方对簿公堂。对此，元代一些人就指出让社长处理社众间的日常纠纷是因为“度其乡

老，社长必知其曲直”，由他们解决社众冲突，可以达到“不劳簿责刑威”[2]的效果。元政

府在颁布的《立社十四条》中明确授予社长除“劝课农桑”外还有掌管义仓、维持风纪、倡

导文教等职，后来增授给社长有防盗贼的义务和权力。元代，社由于它的特殊性质和地位，

使它有一种特殊作用，那就是处理社众间大量的民事纠纷及轻微违法活动。这一作用在我国



法制史上是具有重要地位的，因为到明朝，政府明文规定里老（里老与元代社长是有渊源的）

有权调解它管辖内的民事纠纷，形成所谓里老制。清代形成族正、乡保共同处理民事纠纷的

基层社会结构。这再一次使中国古代民法发展受到强有力的侵蚀。因为政府让地方长老处理

各种纠纷，这样绝大部分民事纠纷仍然保持在家族内部，而中国古代自然村多是集族而居，

这样社长、里老等人多是各家族中的长老，致使民事领域无法走向国家主要干预的范围。 

    当然，元代的社不是一种司法组织，并且在当时农村基层社会中进行民事调解的机构也

并非仅是社中的社长，国家司法机构也进行管辖。但这里关心的仅是社在元代民事纠纷调解

中的作用和地位。 

元代社的设置及组成 

     社不是元朝首创，它是承继金代的制度发展起来的。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年）后，

社作为地方基层组织就定了型。元代政府设置社是从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 年）开始，首

先在北方推行，到元灭南宋后，社在南方得到广泛推行。据学者考证，元代社的推行地区可

以确定的范围有腹里（河北、山东）、岭北、辽阳、河南、陕西、江浙、江西、湖广七行省，

不能确定的有甘肃、四川、云南三个行省。[2]这说明社在元代是得到广泛推行的地方基层

组织，所以社在元代地方上的作用是十分重要和普遍的。 

    对于社的构成，按《元典章》中《劝农立社事理条》规定，正常情况下以 50户为 1社，

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在 50户到 100户间为 1社，在人户稀少地区可以少于 50户。在地理范围

上多以一个自然村为单位，在人户稀少地区可以由三、五个自然村为一社。“诸县所属村疃，

凡五十家立为一社，不以是何诸色人等并行入社。令社众推举年高通晓农事兼丁者立为社长。

如一村五十以上，只为一社，增至百家者，另设社长——员。如不及五十家者，与附近村相

并为一社。若地远人稀不能相并者，斟酌各处地面，各村自为一社者，听。或三村或五村并

为一社，仍于酌中村内选立社长”。[7]《元史·食货志》中记载与此相同。当然，在江南地

区，由于人户稠密，社内人户按《至顺镇江志》记载，存在超过百户的现象。 

元代社的民事调解职能出现的原因 

    社在元代不是司法机构，仅是地方基层组织。然而在实际中却出现了司法组织的功能，

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首先，社是地方基层组织，社长又是社众推举出来比较有威望的人。这样社长对社众内

部各种民事纠纷比较熟知，让他来调解既可以减轻司法机构的负担；又可以减少当事人因起

诉产生的诉累现象。并且这种由民间内部调解相互间纠纷比较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在

现实里，家庭纠纷及实际生活中的民事活动所产生的纠纷往往涉及到各种伦理问题，而中国

封建伦理是以宗法为核心。对这类问题利用和解方式处理，对于维持家庭的稳定及整个封建

制度中的伦理都是有利的。同时，在解决这类问题时又要考虑合情、合理因素。这就决定了

社长在农村民事纠纷解决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其次，这还与元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在元代，由于生产力发展，各种民事纠

纷案件增多，出现“诸民讼之繁，婚田为甚”[8]的局面，也就是民间诉讼在当时主要是民

事诉讼。“婚田”就是民法调整的两大主要对象：婚姻家庭和物权。根据元代有关法律资料，

当时民事纠纷案有婚姻、良贱、家财、田宅、债负等，这与近代民法所调整对象大体一致，

涉及到物权、债权、婚姻家庭和继承。现代民法调整对象主要有所有权、债、亲属、继承及

知识产权，而知识产权是现代民法中才产生的一种特殊内容。元代由于民事案件增多，出现



多年不得结案的现象。元大德三年（1229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山东肃政廉访司经历说：“切

见方今百姓争论田宅、婚姻、良贱之事至繁多，有经十余年矣，凡未得结。”[8]大量民事案

件经久不决，严重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当时，有人抨击政府及官员不注意解决民事纠纷

的现象。“今有司每视刑名为重，而婚田钱债略不加意，殊不知民间争竞之端，无不始于婚

田钱债，而因之以致于奸盗杀人者也。宪司巡抚，每以赃罚为重，而一切民讼，略不省察，

殊不知百姓负冤，上无所诉，是开官吏受赃之路也。”[9]这里论者指出，由于不重视民事纠

纷的审理，往往使民事纠纷转变成刑事案件，对百姓、对国家都不利。这反映元代民事纠纷

增加后，让一部分官员察觉到国家必须转变不重视、放任民事纠纷的态度。 

元代对民事“繁诉”的解决 

    元朝政府面对民事繁诉现实，采取了一些解决的措施，具休是：一方面加强法律宣传，

以塞诉源。《至元新格·听讼》规定：“诸民讼之繁，婚田为甚。其各处官司，凡媒人各使通

晓不应成婚之例；牙人使知买卖田宅违法之例；写词状人使知应告、不应告之例。仍取管不

违，甘结文状，以塞起讼之源”。[8]这里“媒人”、“牙人”所涉的事务都是民事，让他们知

道相关法律，实质上是减少民事纠纷的措施。另一方面是在诉讼程序上做出新规定，主要从

结案期间和对调解后合法者不许再诉入手，以减少诉讼案件数量和积压现象。“诸论诉田宅、

婚姻、良贱、家财、债负，起自十月一日官司受理，至二月尽断毕。三月一日住接词状。其

事关人众不能绝者，听附薄人务，候务开日举行。若有文案及又相侵夺并于田农人户者，随

时受理决断。”[10]这里政府明文规定一般民事案件应在四个月内审结，对于特殊的、与田

产所有权有关的案件可以不受时限，随到随处理。这与至元二十四年（1287 年）刑部规定

是一致的。“年例除公利债负外，婚姻、良贱、家财、田宅，三月初一住接词状，十月一日

举行。若有文案者，不须审问追究及不关农田户计者，不妨随即受理归间。[8]此条与上条

不同之处在于它是规定停务期间，上条是开务期间。这两条规定说明元政府开始对审理案件

时间做出规范，以达到提高审判案件效率的目的。这里所涉及的都是民事内容，说明元代开

始从诉讼程序上对民事案件进行干预。 

    元代除了通过司法组织来解决民事“繁诉”外，还通过另一途径来解决这一间题，那就

是强调基层社会在民事纠纷解决中的地位。元代民事调解地位的加强，最突出的表现是明文

规定作为基层行政组织的“长官”——社长有权调解社内民事纠纷。这可以说是元朝一大创

举。民事调解在中国古代很盛行，但多为官员主持。《后汉书·王烈传》记载王烈在任司法

官时就是一位调解民事诉讼的能手；《宋史·陆九渊传》记载他在荆门为官时，也是一名调

解民事诉讼的能手。然而，政府明文规定让地方基层人员进行民事调解却始见于元朝。实际

中，元代社长在民事纠纷中进行调解是在政府规定前就存在。至元十二年（1275 年）霍邑

县（今山西霍县）村庄间为争水而立石碑记载此次纠纷解决就是由邻村社长主持完成。[2]

此案发生时间在至元十二年，而政府明文规定社长有此职能在至元二十八（1291年），两者

相差十六年。元代规定社长有权调解民事纠纷的职能在《至元新格·听讼》中，“诸论诉婚

姻、家财、田宅、债负，若不系违法重事，并听社长以理谕解，免使妨废农务，烦扰官司。”

[8]国家法定社长调解的纠纷范围完全在民事范围中，并且其目的很明确，为的是“免使妨

废农务，烦忧官司。”所以说元政府是在既成事实下用法律正式规定授予社长处理民事纠纷

的权力，并且是从诉讼法方面规定的，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因为它说明这是国家

对民事纠纷解决中的正式制度。 



元代社长在司调解中的作用 

    元政府承认并明文规定社长有权调解民间民事纠纷及轻微违法案件，那么实际中社长在

元代民事纠纷的解决中起到的作用又如何呢？也就是说社长是否真有此权能。除上所引霍邑

县一例外，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藏元顺帝元统三年（1335 年）徽州地区文书中有一份

讲到有名叫洪社与潘富的二人为砍斫树发生纠纷，此案的解决是由社长主持完成的。[2]此

案与前案在时间上相差很大，前案在元初，此案在元朝末期，这说明社长的此种职能在元代

一直存在。至元三十一年（1294 年）六月十七日，江西遒廉访司袁州路推官石承务在奏文

中说：“今见大江以南，乡都、里正、社长、巡尉、弓手人等，持为官府设之人事，不干己

辄为体访，申作事头，当该官司不详事，依凭勾摄，民皆受苦，吏相箱为奸。”[8]这说明社

长调解民事纠纷在江南也普遍存在，并且该奏文是《词讼不许里正备申》，这说明政府禁止

审理民事纠纷的是里正，而不是社长。通观《元典章》有关规定，可以得出元政府禁止地方

基层人员处理民事纠纷的有：地方低级军官、里正、巡检、出使、站官，但没有社长。三条

材料证明从空间、时间上看，在元政府统治的主要地区，社长调解民事纠纷的职能是广泛被

承认和起作用的。以致元代时人所编写的写状法式样本中出现社长处理民事纠纷的样本状

子。元至顺刻《事林广记》别集卷四《公理类·告状新式》中有《应被牛畜食践禾苗告状式》： 

    告状人姓厶 

    右厶，年儿岁，无病，系厶村么都籍民，耕田为活。伏为状告，厶年月日，忽见厶所肼

东村田内有黄牛三只，在被将禾苗食践。随即投告当管张社长一处。田所验视得前项牛只食

践讫田禾约有二亩余。具牛系是本村梁已家所养牛只。令本人陪（赔）偿，不肯归还。今来

若不状告乞行追征，委是使厶有失岁望，无得子粒，应付当差用度。谨状上告。 

    其县官状乞 

    详状施行所告执结，则实状取。 

    裁旨 

     年 月 日 告状人 姓厶 状 10] 

    上面状文样本提到某村某人所种田中庄稼被某村梁已家的三只黄牛食践。事发后，原告

首先是“即投告当管张社长”，这里“当管”二字十分重要，因为从行文中可以看出，在当

时，此类案件发生后，应投告的是本社的社长，否则行文不会用“当管”二字。而张社长与

原告到现场勘验后，就判牛主梁已赔偿原告损失。后来，由于被告不执行，原告上诉到县衙。

在上诉中原告仅请求执行，没有涉及是否要赔偿多少的问题，说明此状仅相当于今天请求执

行状，进而说明当事人对张社长的此种职能的承认，同时说明政府也承认。总之，此状样式

说明在元代当发生民事纠纷时，当事人往往先求助于社中的社长。同时，说明元代社长在民

事纠纷中的调解权是被社众和政府认同的。若不是如此，在书状样式的例子中决不会提到社

长，因为书状样式是为一般民众服务的，这从样式用语中要就可以看出。 

元代社长在民事调解中的效力 

    在弄清了元代社长在民事调解中确有实际作用后，还要讨论的就是社长调解后，政府是

否承认社长所调解的结果，是这种结果否对当事人有约束力。对此，一些研究法律史的专家

认为元代民事调解是此较有约束力的。“调解的结果对当事人具有法律效力，诉讼双方一般

不得再以同样事实和理由重新提起诉论。”[11]元代明文规定：“凡告婚姻、田土、家财、债

负不违法者，若己拦告，所在官司不许轻易再接词状归问。如违，从廉访司，照刷究治”。

这里“拦告”是调解。“今后凡告婚姻、土地、家财、债负，如原告被论人等自愿拦告休和



者，准告之后，再兴讼端，照勘得元无违错事理，不许状。”[8]对己经调解并且调解过程中

没有违法，是不允许再提起诉讼。“今后凡告婚姻、田宅、家财、债负，若自愿告拦，详审

别无违法，准告以后，不许妄生词讼，违者治罪。”[8]元政府对民事纠纷（因为所引中都是

婚姻、土地、家财、债负）是一经调解，除非所调解的是违法，否则不许再诉。这在实际上

加强和提高了社长在民事调解中的地位，同时利用国家强制力保护了社长调解的效力，因为

在民事调解中社长占有主要位置。 

元代社长在民事调解中的意义 

    元代社长在民事纠纷的解决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通过社长对民事纠纷的大量调解，

及时有效的解决了基层社会民众之间大量的民事纠纷，减轻了司法机关的负担。当然，由于

各种原因，元代社长在民事调解中也存在循私舞弊的现象，这在元代《翠红乡儿女团圆》剧

中有所反映。 

    总之，元代社的作用不仅在于劝课农桑和控制人民，它在实际中还有稳定和调和社众的

作用，即处理大量各种民事纠纷的功能。在中国法制史上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使宋元以

来发展起来的民事关系找到相应的解决方式，在结合宋朝形成的族长解决族众民事纠纷的传

统后，在明清时期形成由乡保、里老、族正包揽解决大部分民事纠纷的司法结构，使中国民

事法律的发展再次走向伦理化的传统中，而不是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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